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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国干预地区事务体现在大国之间的横向互动以及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纵向互动。大国干

预具有制衡性、非对称性及强制性等特征，体现了大国干预的复杂动态过程。本文在叙述大国干预阿以

战争的基础上，发现安全利益、威胁认知、文化认同等因素影响着大国干预地区事务的动机。当前巴以

冲突中大国干预的影响依旧存在，且对阿以和平以及中东安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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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地缘政治、安全利益、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了阿以冲突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现代中东战争多是阿以冲突升级的结果，阿以之间的小规模摩擦更是不胜枚举。历次阿以战争的

爆发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大国干预阿以战争。大国试图按照自己解决问题的理

念和方式，对阿以冲突双方或提供支持或进行威胁，以实现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本文正

是以大国干预为切入点，强调大国干预地区事务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种现象，并以历次阿以战争

为实际案例，分析大国干预对阿以战争的影响，
[1] 籍此发现大国干预地区事务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一、大国干预及其限度 
 
国际体系结构主要以占主导地位的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为特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主导着国

际关系发展的途径和趋向。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干预地区事务已成为一种常态，均势、地缘政

治、文明冲突等国际关系理论都说明了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的作用。而这些理论

的提出也为大国优越论及大国干预地区事务提供了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就体现了

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尽管国家主权原则为消除一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提供了国际法

保障，但在地区事务中，大国干预行为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国际社会所认可的规范之外。一方面，

只有国际性大国才具有能力和意愿介入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冲突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也

需要外部力量给予斡旋或仲裁，这也为大国干预国际事务提供了机会、可能和基础。 
大国干预地区事务的方式主要包括对盟友的外交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甚至在必要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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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盟友一方，争取胜利；对敌对方的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遏制、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封锁

和打击。当然，大国为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升级从而危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还可能通过威慑来达到

自己所需要的战略态势。 
大国干预地区乃至全球事务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制衡性。它强调大国为何和如何影响与塑造均势以及这种均势态势又是如何反过来影

响国际冲突的。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均

体现了均势理论，而这些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国主导着体系内的国际事务。这些体系不仅

呈现出行为体集团内部的集体安全机制，也体现了集团之间的集体对峙特点。为维持均势和取得

优势，大国通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结盟的形式壮大自身的力量，增强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

在地区冲突中，大国干预的均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区内大国与小国结盟，影响

地区事务的发展；第二，地区内小国与地区外大国结盟，影响地区内事务的发展；第三，地区外

大国通过寻求地区内均势或者优势，实现在整个国际体系内的均势和优势。 
其次，非对称性。这表现在干预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干预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非对称性

以及干预大国与地区国家结盟后相互之间的非对称性上。这种非对称性不仅体现着双方力量的变

化，也体现着大国干预地区事务以及地区国家甘愿接受大国干预的政治意愿的变化。冷战期间，

干预大国主要采取了代理人的形式干预中东事务，阿以战争参与各方代表着干预大国之间的利益

需要，也反映了干预大国与代理人之间的互惠关系以及双方在平等性、成本—收益以及相互制约

等方面的关系。总体上说，代理人的利益通常局限在地区层面上，而干预大国往往从全球安全利

益的角度考虑地区安全政策。因此，地区国家的利益需求绝不能超越干预大国在地区内的安全考

虑，地区内冲突也将随着干预大国全球安全利益的需要而张弛有度，但由于干预大国对地区安全

的需要不会消失，地区冲突亦难平息。尽管干预大国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对称性，代理人

的利益似乎始终受制于干预大国，但也存在着干预大国被代理人套牢而陷入地区冲突且难以脱身

的情况。 
最后，强制性。这表现在干预大国之间的强制关系、干预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强制关系、

干预大国及其代理国和另一干预大国及其代理国之间的强制关系。强制的胁迫性与威慑性要求对

手按照干预大国的利益需要采取行动或按兵不动。由于强制作用的相互性较强，干预大国通过强

制行为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也束缚了自己的行为。
[2] 173-217

冷战时期的阿以战争既表现了地区国

家之间的相互强制作用，更表现了干预大国之间的相互强制作用。为避免地区战争升级为全球战

争，干预大国或操控代理人的行为，或威胁对手的代理国家，以缓和甚至平息地区冲突，为全球

安全利益服务。由于始终存在冲突各方的强制性力量，甚至各方均认为对方的强制性力量始终存

在，中东冲突或中东战争的隐忧始终存在。在大国干预下，这种隐忧往往被扩大，相互之间的强

制关系陷入无限循环当中。 
大国干预的效果需要在战争中得到验证，战场是衡量战争各方诉诸战争力量及政治意志的“试

金石”。干预大国或积极支持自己的代理国击败对手，或抛弃自己的代理国，或直接威慑对手，或

寻求外交渠道。在历次阿以战争中，大国干预对战争进程及结果均发挥了极大作用，为我们观察

和分析大国干预地区事务的现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二、历次阿以战争中的大国干预 
 
以色列建国伊始，阿拉伯世界就试图从中东版图上清除这个异己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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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间冲突、危机和战争不断，阿拉伯世界也由起初的强势和优势逐渐转变为弱势和劣势。中东

政治格局的这种变迁，不仅是阿以双方之间冲突、战争、妥协甚至和解的结果，也是国际上外部

势力尤其是外部大国对阿以双方影响和干预的结果。为获取和维持中东地区的优势地位，外部大

国强制己方和对方的代理国不能突破它们的战略底线，损害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 
1.1948 年的巴勒斯坦战争 

1948年的阿以战争见证了中东政治由英国绝对统治演变为美苏介入干预的过程。英国将自己
视为埃及、约旦以及伊拉克的保护国，但其当时根本没有实力干预中东问题。在以色列建国前及

阿以战争爆发后，英国曾向其阿拉伯代理国提供武器，英军官甚至在约旦军团中服役。1948年联
合国安理会在中东实行武器禁运，作为禁运提案发起国的英国则认为新生的以色列国在阿拉伯国

家进攻几周内一定会崩溃。
[3]
相比较而言，前苏联领导人认为以色列的胜利会迫使英国脱离该地

区，于是决定对以进行军事援助。为避免公开违反安理会决议，前苏联依靠其在东欧的代理国特

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甚至在联合国向以提供外交支持，为以夺取分治计划边界

外的加利利地区的土地提供合法性，认定以对埃拉特湾北部领土拥有控制权。 
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处于绝对优势，英国对阿以战争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英国装备下的

约旦军队成为以色列的最强劲对手，阿拉伯军队对以形成了包围之势。但在第二次停战协议达成

后，与美苏支持下的以色列军队相比，英国支持下的阿盟军队已成为相对落后的一方。在北部战

线上，以军击溃了阿军，夺取了西加利利的大片领土。对以色列来说，它虽希望实现更大的军事

胜利，但也担心英国可能据 1936年与埃及、1946年与约旦分别达成的防御协定而进行直接干预，
这可能将以色列拖入与英军直接对抗的境地。 

1948年的战争逐渐演化为拉锯战，双方都面临严重的后勤困难，外部援助十分关键。阿拉伯
国家有的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有的未能解决国际禁运难题。在阿军进攻以色列四周后就出现了军

队补给不足的问题，被迫接受第一次停火提议。而以色列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从苏联、美国和西

欧购买了大批军火，很快改善了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 
联合国安理会 1948年 11月 4日及 16日的决议要求以色列返回到战前边界，美国坚决要求阿

以结束敌对状态，以军从其夺取的领土上完全撤出，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做出必须尽快击败埃

及军队的决定。12月，以军突破国际边界，试图包围埃军阵地。12月 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认
为以色列此举过火，给以政府致信发出“最后通牒”，警告以色列若不从埃及领土撤军，美国将重

新评估与以的关系以及支持以加入联合国的立场。以色列害怕丧失美国的支持而在联合国遭外交

挫折，被迫接受了停火协议。 
冷战开始后的国际形势决定了大国干预中东战争时需要顾忌更多因素，导致其对外决策不够

坚决。美国虽不反对前苏联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但也不希望英国受到太多牵连，导致英以正面

冲突，并最终使前苏联在中东战争中获益。因此，杜鲁门“最后通牒”中的言辞较为模糊，并没

有完全反映出美国一定会兑现自己的诺言。而一旦大国干预的政治意愿减弱，地区国家的自由性

就会相应增强。以色列正是综合考虑了英美苏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它们干预中东战争的实力与政

治意愿，充分发挥了积极主动性，才最终赢得了战场和战争的主动性。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过

度相信外部势力的干预，从而丧失了发展壮大实力，充分利用战场有利形势的机会，由主动变被

动，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使以色列反败为胜。 
2.1967 年的“六日”战争 

在 1967年战前冲突升级过程中，前苏联通过各种途径向埃及和叙利亚通报了以色列在叙以边
境上已经部署了 13个师，正计划进攻叙利亚，其用意在于：首先，希望国际社会将以色列视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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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者，为对其采取军事行动铺平道路；其次，威慑叙利亚不要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导致其军事

失败以及什叶派政权的垮台；再次，希望埃及与叙利亚的军事联合能有助于对以进攻叙形成威慑；

最后，试图迫使埃及为支持叙利亚而从也门撤军。总之，前苏联将叙利亚和埃及视为自己的保护

国，希望两国成为其与美国争夺中东势力范围的重要战略棋子。 
1967 年初，前苏联准备干预未来的阿以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对苏的支持也充满信心。1967

年 1月苏在地中海的舰队也加强了戒备。尽管当时尚无法确定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器，但从 5月
3～20 日，苏将黑海舰队和北方舰队从波罗的海及北冰洋基地派往地中海，至少有一艘核潜艇从
巴伦支海被派到了地中海，另一艘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苏核潜艇则接到了如果以色列向阿拉伯

国家使用核武器就向以发动核导弹袭击的命令。6 月 8 日，一个苏空军中队抵达了红海岸边的埃
及港口。 
尽管如此，前苏联还是终止了任何形式的干预计划。战争初期，苏军方缺乏对战场发展的全

面把握，未能给予阿拉伯国家积极援助。6 月 8 日傍晚，埃及拒绝了关于实现停火的任何提议，
坚持要求以色列首先从占领领土上撤军。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其他因素导致了苏的无所作为。苏

并没有准备在中东冒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且发现美以关系明显升级。自以色列建国

以来，美国第一次公开其以色列保护国的角色，将第 6舰队部署在沿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海岸线上，
北约军队也控制了中东战场的空中和海上通道。另外，以色列并没有危及埃及和叙利亚的政权稳

定，至少未能直接威胁两国的政权稳定，这意味着苏在该地区的利益以及苏埃叙之间的关系并没

有受到实质性威胁。而苏对外决策过程迟缓也妨碍了采取任何及时的军事或外交行动。因此，前

苏联警告以色列若不能立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 6月 4日达成的停火决议，苏以关系将会受到损害。
其中，尽管提到了可能采取“其他必要的步骤”，但措辞含糊，缺乏威胁力度。 
美苏在东西方阵营间的争夺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通盘战略考虑，而中东地区只是其中较为重

要的一环，尚不能与欧洲及东亚地区相提并论。另外，中东战略形势的复杂性也未能促使苏联决

策者将更大的赌注投到中东战场上。因此，埃及总统纳赛尔逐渐对前苏联的战略干预失去了信心，

认为苏美已经达成了相互理解，不愿在中东迎头相碰。约旦军团的指挥官格拉布甚至提出了一种

“阴谋”理论，认为前苏联希望看到阿拉伯国家被击溃，因为这样一来，阿拉伯各国就会更加依

赖苏联，加深对西方的仇视。
[4] 74 

在战争初期阶段，阿拉伯国家实际上成为它们所宣称的军事胜利的受害者，苏认为没有必要

为之提供帮助，以色列的军事胜利又意味着美不必干预以色列，可使美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威慑前

苏联。既沉重打击了苏的尊严，又为阿以谈判提供了新机会。6 月 7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
战况表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预计美国会非常乐于见到叙利亚失利。

[5]
 
36-71

尽管以色列不可能推进到大马士革以推翻叙利亚政权，但苏不愿冒此风险。在给美国总统约翰逊

的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中，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威胁说，如果以色列未能停止前进，苏联将进行干涉。

尽管很难断定苏是否会使用武力，但美官员认为苏联指挥官可能会将军队空运到中东。最终，苏

并未采取军事行动兑现自己的威胁承诺，其无所作为帮助以色列在埃及和叙利亚战场上取得了胜

利。
[6] 
3.1973 年的斋月战争 

在 1973年战争中，前苏联的军事支持对埃叙的战争准备相当关键：首先，美国不会支持任何
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其次，埃叙军队均使用苏制武器装备，在作战安排方面不得不与苏协调。

埃及总统萨达特原计划在春季作战，但由于美苏首脑会谈计划在 1973年 6月举行，苏要求埃叙将
军事行动推迟到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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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在 1973 年初坚决反对再发生中东战争时，以色列总理梅厄允诺以决不会首先发动进
攻。10月 6日，当战争日益临近时，以色列一再向美保证以军不会发动先发制人战争。采取这种
决定的逻辑可能是逃避战争爆发的责任，以免招致美切断武器供应或限制以在战场上的行动自由。

梅厄更希望美国会因以色列的的“良好表现”而给予奖赏。 
埃及和叙利亚在战争初期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似乎说明：两国根本不需要前苏联的干预。然而，

苏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向埃叙运送大批军火，几乎是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 2 倍。以色列在叙利亚
战线上的推进引起了苏的极大关注，苏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警告美国务卿基辛格，如果以色列继

续前进，局势将会超出控制范围。在南部战线，埃及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前苏联干预的几率就越

高。为防万一，苏动员了战略空军，向埃及部署了两个装备有核弹头的飞毛腿导弹部队，以色列

则相应地部署了杰里科系列导弹。 
由于双方都认为以色列能够击败埃叙，美苏之间的战略互动相当微妙。苏试图采取一些措施

弥补阿拉伯人的损失，甚至希望尽快实现停火以确保埃叙在战争初期所夺取的领土。随着以色列

10 月 11 日进攻戈兰高地后叙利亚军事处境日益恶化，苏加强了外交努力。美国领导人开始重新
调整战略方案，不仅准备在军火方面援助以色列以制衡苏向埃叙的军事支持，而且未对以突破紫

线（即 1967年后边界）加以制止，并尽力避免与苏在停火方面的合作。 
当以军包围并准备击溃大批埃及军队时，前苏联向美国施加压力，力促停火。辛格希望在以

色列取得战场优势的情况下力求促成延缓停火。在 10月 20日离开苏之前，基辛格向以表示尚有
额外的 48小时可完成对埃及第 3军的包围。在苏前往以的行程中，基辛格了解到以军还需要 2～
3 天才能完成既定任务后又再次承诺给予帮助。当苏威胁进行干预时，美又玩起了两面手段，一
方面表示埃及可向被围困的第 3 军提供食物和医药，另一方面又宣布全球军事动员，并向以色列
保证若苏加入埃及方面进行干预，美将考虑派军。当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时，埃及军队实际上已被

击溃。 
在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看来，唯一愿意向以色列提供军火的国家只有美国，那些建议

以色列避免依靠美国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以色列接受失败。尽管以色列放弃首先发动进攻的原

因之一是希望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但美不顾以色列的紧急要求，于10月13日停止向以运送军火。
战争开始后不久，以色列的军事设备损失相当严重，梅厄甚至考虑亲自飞往美国说服美政府立即

恢复向以提供军火。学界普遍认为，基辛格也害怕以色列在面临失败局势时，可能会不惜一切代

价，甚至使用核武器以挽回败局。
[5] 165-206如果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后果将不可收拾。

[7] 

4.2006 年的黎以战争 

冷战后的中东日益呈现出美国独霸的趋势，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难以制衡美国在中东的

行动，大国干预在中东政治事务中的非对称性更加显著。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以及其他一些

大国对阿以冲突双方都实行强制性外交，促使双方为实现中东政治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让步。对以

色列而言，维持当前中东安全局势的强势稳定已成为其所宣扬的“和平”基础，任何危及以安全

的传统与非传统威胁都被其视为“恐怖主义”而予以清除，在黎南部长期从事针对以色列活动的

黎巴嫩真主党即为清除对象之一。 
2006年 7月 12日，黎巴嫩真主党越界抓捕了两名以色列士兵，由此导致黎以之间连续 34天

的冲突。这场冲突直到 8月 14日联合国安理会派出的维和部队进驻该地才停止。战争给黎以双方
都带来了巨大损失，黎巴嫩的物质损失估计达 36 亿美元。[8]

黎南部部分地区需要大约 10 年时间
才能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以色列虽在战场上取得了优势，但并没有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且受到

了来自国际、国内多方面的指责和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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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迟迟不对此次冲突做出反应，美国务卿赖斯表示：“黎以冲突将是新中东产生前的阵痛”，

这引起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普遍不满。在此情况下，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提出了解决黎

以冲突的主张和见解，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立场有所不同，部分代表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8月 5日，法国和美国就联合国一项呼吁以色列和真主党实现“全面停火”
的决议草案达成共识。8 月 9 日，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对美国拒绝将黎巴嫩要求纳入安理会决议
草案的“保守态度”提出了批评，要求美对其在解决这场冲突中的消极表现“作出解释”。他甚

至威胁美国说，如果这项决议草案无法在联合国得到通过，法国将提出一项“属于法国”的新草

案。 

尽管美法之间联手解决黎以冲突问题，但法国认为，两国合作可谓“矛盾重重”：首先，法

国要求“立即停火”，并坚持将实现停火作为派遣维和部队的先决条件。美国则认为当时的首要

任务是让维和部队尽快进驻；其次，法国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内派遣维和部队，反对美国提出的派

遣北约部队的观点，认为这会被阿拉伯国家视为西方对该地区的军事干涉；最后，法国认为应该

让伊朗参与解决这场危机，而美国则坚持将伊朗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然而，法国也难以独自完成

解决黎以冲突的历史使命，离开美国的合作，或者说如果美决定不对以色列施加任何影响，即使

这种影响是极其微小的，也会使法在解决黎以冲突的过程困难重重。 

8 月 11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由美国和法国联合草拟的 1701 号决议，这个仍被斥为“只不
过是胜利者表达非法正义”

 [9]
的决议授权将在黎南部部署的不足 2000 名联合国维和士兵增至

15000 名，并由法国牵头组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与黎政府承诺的 15000 名政府军士兵在以军撤
出的同时部署到黎南部地区，以填补以军撤出后的安全真空。8月 12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发表声明宣布，黎以双方的停火时间“将从格林尼治时间 8月 14日 5时正式生效”。黎巴嫩真主
党武装和以色列军队于贝鲁特时间 14日 8时整开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 1701号决议，实行全面
停火，从而结束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激烈冲突。

[10] 

我们从大国干预阿以战争中可以发现四点： 
首先，大国干预对阿以战争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攻守进退，而且体现在战场外大国之

间的战略竞争，后者甚至决定着前者的过程；其次，大国干预对当事者双方不仅具有积极影响，

也存在消极作用。大国干涉成为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11]
 
59-85
在 1956年战争

中，以色列与英法战略合作确实取得了一些实际的外交收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

法可以通过投否决票使安理会难以达成关于中东的决议。但以色列与英法的协定也限制了其使用

武器的类型。在战争初期，以色列不能首先动用军事力量袭击埃及空军。在战争过程中，以色列

空军不能袭击苏伊士运河以西的任何目标。由于不能预先确知英法是否会参战，以色列领导人决

定在战争初期有节制地使用装甲部队。如果英法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以色列就会将装甲部队仅用

于大规模报复行动，即使撤军也不会失去颜面；再次，阿以双方对大国干预的态度呈变化态势。

第一次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借助美苏干预停火取得了战场优势，而阿拉伯国家依靠“夕阳帝国”势

必落后挨打。在其后的阿以战争中，大国干预往往是在以色列取得军事优势后才开始，实现停火

不过是挽回大国的颜面而已，苏偏好表演性行为而不进行直接军事干预，不能挽回阿拉伯国家被

击败的命运，甚至巩固了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因此，埃及最后不得已抵制了前苏联的干

涉，主动与美以实现单独和解；最后，大国对其代理国安全承诺的连续性成为代理国实现战略目

标的基础。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与其生存安全是紧密相联的，地理位置的特点决定了以色列经不起

任何大的战略失误，美对以的战略支持也是以维护其生存安全为底线，以实现和平稳定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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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从 20世纪四十年代至今，阿以战争烙上了大国干预的印记。通过对四次中东战争的分析，我

们可以发现影响大国干预的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安全利益。冷战时期美苏在维护各自集团内部

稳定的情况下拓展安全利益，原本游离于两大集团之外的中东地区必然成为争夺目标。欧洲冷战

以及其他地区热战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阿以冲突成为大国拓展安全利益的最佳切入点，也

为它们进行干涉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次是威胁认知。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将对方在中东

地区扩大影响视为对自己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扩展影响力的威胁，这种威胁认知的偏执导致双方战

略上的针锋相对。在阿以冲突中，也存在威胁认知发生转移的现象。前苏联在第一次阿以战争中

实际站在以色列一边，而随着美以关系不断密切，苏联才逐渐将以视为自己在中东拓展安全利益

的障碍；最后是文化认同。大国利益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与手段也较为复杂。

法国与黎巴嫩具有传统的友好关系，贝鲁特甚至被称为“东方巴黎”，法国对黎巴嫩具有较强的文

化认同。而美国与以色列多年的战略合作也加深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因此，各自促进与自身文

化认同相近国家的安全利益成为必然。
[12]
鉴于美法传统盟友关系，二者不可能为相互支持的对象

而发生正面冲突。况且法国并没有将以色列视为自己的对手而予以打击，因此 2006年黎以冲突的
解决方式也顺理成章。 
阿以战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当前中东和平进程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巴以冲突上，其他阿拉伯

国家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只能对巴勒斯坦提供一定物质和精神的“人道主义”援助。自 1973
年以来，几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愿意出头与以色列进行直接军事冲突了。像真主党这样的武装

组织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政府的支持，在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中难以形成实际威慑。大国对阿

以战争的干预也更多地体现在约束以色列的安全过敏和军事行动、抑制阿拉伯国家对以军事挑衅

以维持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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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Power’s Intervention in Arab-Israeli War 
 

ZHOU  Shixin 
 

Abstract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upon regional affairs is embodied in the horizont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powers as well as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wers and the regional countr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lance, asymmetry and coercion of power intervention indicate that it is a complicated 
dynamic proces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profoundly runs through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illustrating power intervention upon six wars between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this paper finds the elements of security interest, threat percep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fluencing the dynamics of the power interventi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rom power intervention 
upon Arab-Israeli wars have manifested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the defeats of Arab countries during 
the wars. The effects of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upon Palestine-Israeli conflict still exists nowadays, it 
i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realist significance to the Arab-Israeli peace and Middle East security. 
Key Words  Arab-Israeli War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Coercion; Security Interests; Threat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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